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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网站: http: / /www． zjscdb． com /detail． php? newsid = 186716。
图 2 展示了 2010—2015 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状况，可以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男性。事实
上，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性别差异更加明显( 刘鹏程等，2013 ) ［7］。因此，区分男性和女性探讨创业幸福感问题显得十分
必要。劳动力参与率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0—2015 年的 CGSS 数据计算所得，其中，2014CGSS 年的数据目前尚未对外公开。
二、文献述评
自 1974 年 Easterlin 提出“收入—幸福感悖论”①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表现出对幸福感研究的兴
趣( 鲁元平和王韬，2010) ［8］。Brockmann 和 Delhey( 2010) ［9］甚至认为，如果把幸福感的高低作为
衡量个体效用的黄金标准，那么关于幸福学的研究将具有革命性的潜力。在创业方面，国外的研究
较早地将创业活动与幸福感联系了起来，而且主要关注的是自我雇佣型创业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1998) ［10］发现，相比于领取工资的受雇者，自我雇佣的创业者表现出更高的工
作和生活幸福感，而这主要是因为创业者能享受更感兴趣以及更自由的工作( Benz 和 Frey，2008) ［11］。
不过，关于创业能否带来更高的生活幸福感，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Andersson( 2008) ［12］认为，由于
创业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更少的闲暇和更多的责任等，这可能会导致创业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动不仅要求创业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需要承受较高的失败风险，据 Carree 和 Verheul













分工和效用水平。比如，Chuang 和 Lee( 2003) ［20］发现，当丈夫对妻子持有工作抱有不满的态度时，
妻子将缺乏从事工作的动力; 费涓洪( 2004) ［21］发现，女性创业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夫妻关
系，加剧了丈夫对妻子的不满，这对家庭婚姻生活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 Booth 和 Ours( 2009) ［22］的
研究则表明，对于已经工作的女性而言，受性别认同的影响，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比从事全职工作
的女性更加幸福; 使用自评幸福感作为主观福利的度量，Chang( 2011) ［23］还发现，性别认同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当个体的行动符合性别角色时会增加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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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CGSS) 。该项目最早始于 2003 年，比较系统
地收集了关于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层次的信息，在创业或者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被众多学
者所采用。具体而言，本文使用 CGSS2010 － 2013 作为初始研究样本①，由于该数据集并非追踪调
查，因而本文得到的是 4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之所以采用该期间的数据，一是这 4 年的数据采用
的是同一种抽样方案，而且时间较新，能够较好地反映当下的经济社会特征; 二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在这 4 年的调查中具有较好的延续性，能够获取相应的指标，有利于增加样本量。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 1) 由于本文重点
关注的是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自雇型创业，因而只保留了 22 岁及以上的男性和 20 岁及以上的女
性样本②，并进一步剔除了在读样本以及未婚样本; ( 2) 仅保留当前有工作且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
( 3) 既有文献在度量性别认同这一社会规范时采用的主要是妻子的相对收入比，而当丈夫和妻子
同时处于创业状态时，很有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创业，从而两者的收入容易混淆或难以有效区分，使
得他们在受访时回答相同的收入，导致妻子的相对收入比在 0. 5 处出现异常。因此，本文剔除了夫
妻双方都创业的样本; ( 4) 由于处于西藏地区的样本过少，本文也剔除了该部分样本。
2． 关键变量定义
( 1) 幸福感。CGSS 问卷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为: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回




2011—2013 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于 CGSS2015 中也有关于幸福感与创业的相关信息，
本文还进一步统计了 2015 年的幸福感比例，此时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幸福感都有了大幅提升。
表 1 幸福感、创业与性别认同观念的定义




1． 很不幸福; 2． 比较不幸福; 3． 居于幸福与不
幸福之间; 4． 比较幸福; 5． 完全幸福






1． 自己是老板( 或者是合伙人) ; 2． 个体工商
户; 3． 受雇于他人( 有固定雇主) ; 4． 劳务工 /
劳务派遣人员; 5． 零工、散工( 无固定雇主的
受雇者) ; 6． 在自己家的生意 /企业中帮忙 /
工作，领工资; 7． 在自己家的生意 /企业中帮








尽管 CGSS 的最新数据已经公开至 2015 年，但2014 年的数据并未对外发布，且2015 年的问卷中城市编码规则有所变化，
难以和 2010—2013 年相匹配，因而正文中并没有使用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事实上，在不需要匹配城市的部分回归中，加入
CGSS2015 年的数据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尽管政策规定的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 60 与 55 周岁，但样本统计发现，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
或创业。另外，延迟退休在我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辽宁省在 2018 年更是出台政府文件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因此，本文并
未对受访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重新将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分别界定为 22 ～ 60 以及 20 ～ 55 岁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续表 1
类别 问卷问题 问卷选项 变量定义
性别认同
您是 否 同 意 以 下 说
法: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1． 完全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无所谓同意
不同意; 4． 比较同意; 5． 完全同意





表 1。阮荣平等( 2014) ［1］、陈刚( 2015) ［24］使用该数据时将“自己是老板( 或者是合伙人) ”和“个体
工商户”均定义为创业，其他则定义为非创业。考虑到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家庭内部丈夫以及妻子
的创业状况，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自雇型创业更加普遍，因此，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自己是
老板( 或者是合伙人) ”的回答，并将回答为 2( 个体工商户) 的受访者定义为创业者①，对应的变量










对收入的定义为: 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 夫妻双方收入之和) 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说明妻子的相对
收入越高，从而性别认同的影响力越小。
基于 CGSS 数据，本文分别用丈夫和妻子的全年总收入来衡量其收入，并由此计算妻子的相对
收入。图 5 展示了妻子相对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②，以相对收入等于 0. 5 为界的两端实线是通过
使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估计所得到的平滑曲线。可以发现，当妻子的收入开始超过丈夫时，
其相对收入在 0. 5 处存在明显的断点，概率密度显著下降。应当注意的是，如果相对收入在 0. 5 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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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下，“内 外 有 别，男 尊 女 卑”观 念 盛 行 了 几 千 年 ( 续 继 和 黄 娅 娜，2018 ) ［18］，Ye 和 Zhao
( 2018) ［26］则直接以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的虚拟变量代理性别认同
进行了回归分析。参考其做法，若受访者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该观点，本文将其定义为具有性别认


















1 | ( wifepotentialqp ＞ husbandi ) ( 1)
其中，Prowife 表示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为 19 个示性函数的平均值。p 表示分位
数，从 5、10、15 一直取值到 95; q 表示所处的群组; wifepotential 为妻子的潜在收入分布。husband 为
丈夫的实际收入，当 wifepotentialqp ＞ husbandi 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1，反之为 0。此时 Prowife 为介于
0 与 1 之间的连续变量，变量值越大，说明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越高。
表 2 为妻子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可能性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可
以看出，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41 岁，受教育年限仅为 10 年。对于户籍，本文将农业户口定义为 1，非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群组划分标准
年龄 41. 038 20 82
共 5 组: 28 岁以下、28 ～ 37 岁、38 ～ 46 岁，47 ～ 55
岁、56 岁以上
受教育程度 10. 424 0 19 共 4 组: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户籍 0. 393 0 1 共 2 组: 农村户籍、非农户籍
所处地区 1. 682 1 3 共 3 组: 东部、中部、西部





probit( happinessit = 1) = G( α0 + α1chuangyeit + X'Υ + νt + δi + εit ) ( 2)
其中，happinessit为受访者 i 在第 t 年的幸福感状况，chuangyeit表示受访者 i 在第 t 年是否创业。
X 为控制变量向量，参考鲁元平和王韬( 2010) ［10］以及 Knight 等( 2009) ［28］，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及其平方项、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是党员、宗教信仰、户籍、健康状况和家庭总收入①。除此之
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 νt 和省份固定效应 δi。εit为随机扰动项。























表 3 自雇型创业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 基准结果




















观测值 8853 8853 5395 3430 5179 3228 3024 3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第
1 列全样本回归的伪 Ｒ2 为 0. 081
资料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表 4 创业对配偶幸福感存在差异化影响的解释: 性别认同



















观测值 5626 3563 5626 3563 5636 3566 4928 3049
Ｒ2 /伪 Ｒ2 0. 121 0. 090 0. 040 0. 043 0. 366 0. 563 0. 025 0. 0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对于第( 3) 、( 4) 、( 7) 和( 8 ) 列的 Probit 回归，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











另一方面，不论是实际相对收入还是潜在收入，都是从侧面反映的性别认同，参照 Ye 和 Zhao
( 2018) ［26］的做法，本文接下来进一步以受访者是否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观念
的虚拟变量来直接代理性别认同，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表 4 的最后 2 列所示，结果表
明，丈夫创业会强化其性别认同观，而妻子参与创业活动则弱化了其对“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认
18


















































伪 Ｒ2 0. 038 0. 051 0. 079
观测值 2141 3916 1925 775 1259 5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调整为了边际效应;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王小鲁等 2017 年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
既然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削弱性别认同观念的影响，而性别认同主要是对女性的收入和



























表 6 创业对配偶幸福感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其他可能解释: 比较优势
变量
配偶的幸福感 自己的幸福感











观测值 368 725 458 7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 = 51 | ( wifepotentialqp ) 计算出妻子的潜在收入，然后用该潜在收入除以妻子潜在收入与丈夫实



































观测值 1588 1424 1182 1445 2575 25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为 1，否则为 0; 然后，将其加总到省份层面，得到省份层面性别认同观念强弱的平均水平; 最后，依
据其均值将省份划分为性别认同观念弱的地区以及性别认同观念强的地区。回归结果如表 7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很显然，在性别认同观念弱的省份，妻子创业并不会降低丈夫的幸福感，反之则
会显著损害丈夫的幸福感。
( 4) CGSS 问卷中还详细调查了受访者的心情抑郁的频繁程度②，而这一指标属于幸福感的对
立面，该值越大表明越不幸福。因此，本文将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作为幸福感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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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圣国，杜素珍 夫妻一方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One Spouse Starting a Business
on Happines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cial Norms
WANG Sheng-guo，DU Su-zhen
( School of Economics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and promote employment，the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the slogan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bviously，the government's encouragement has led to a wav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ociety，and the number of start-up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the types，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As a special way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dividuals to achieve
employ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families and social welfare．
Considering that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best measures of personal well-being，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 CGS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happiness． Unlik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terviewees，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aking the family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and investigating the happiness of husbands or wiv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ir spouse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usband's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reduced his own happiness，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is wife's happiness． On the contrary，the wife's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hip helped to increase her happiness，but
significantly reduced her husband's happiness． The findings reveal a confusing situation in which a business started by one
member of the family is either bad for him or for his spouse，and does not seem to lead to a win-win outcom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se phenomena，a series of test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of“male breadwinner，female breadwinner”and“wife should not earn more than husband”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spousal happiness，and the social norms are more likely to be violated by the wife
starting her own business． When a woman starts a business，her chances of earning more than her husband increase
dramatically，which can easily challenge this social norm and lead to a decrease in her husband's happiness． On the
contrary，a husband's entrepreneurship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his wife violating this social norm． Obviously，this kind of
gender norm has seriously undermined women's enthusiasm for work and entrepreneurship． Generally speaking，social
norms are complementary to formal systems． When the formal system is relatively perfect，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 is
relatively small，and the restriction on people's behavior is relatively weak． So，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in area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degree and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people are less affected by gender identity norms，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wife's entrepreneurship on her husband's happiness no longer exists．
In conclus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non-institutional traditional feudal concepts if people，especially women，want to
stimulate their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cultivate entrepreneurship．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employment and happiness． First，the government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modern
social norms of equality，introduce policie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feudal traditional ideas on
people． Second，to further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reduce the cost and uncertainty of entrepreneurship，and
enhance people's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Thirdly，with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oci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in the areas of pension and childcare，and alleviate the worries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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